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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超对接是农户与超市合作博弈后的一种市场选择，市场需求不确定影响着农户、合作社、超市形成的供应
链的总收益与收益分配。本研究将市场需求量及销售价格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视为三角模糊变量，利用模糊集理论

讨论了不同情形下的三级供应链成员合作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行模糊收益分配。通过算
例证实，三者形成供应链不仅供应链总收益最大，并且能够保证三者收益均衡。本研究可为农超对接利益分配提供借

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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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进城一直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我国商务
部、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拉

开了“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序幕。“农超对接”是农户将生

产出来的农产品交付给农业合作社，由农业合作社销售给城

市的连锁超市，农业合作社再将销售收入支付给农户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减轻农户作为个体单独售卖产品的困难，合作

社将分散的农户的产品统一收购起来，与连锁超市谈判销售

条件，可以保证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农民的相关权益，连锁超

市直接面对农业合作社，也可获得规模效益，这是一个农户、

合作社和超市三方获益的模式，目前在我国农产品销售过程

中普遍采用。

但是“农超对接”模式的应用涉及到２个关键问题：（１）
超市要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量进行采购，而市场需求量

是不确定的，其采购源头的农户生产量是一定的，在需求不确

定的情况下，农户、合作社和超市对采购量－销售量的确定十
分困难，这直接影响到三方合作的方方面面；（２）在超市销售
量（即市场需求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农产品的销售

价格，即农户向合作社的销售价格及合作社向超市的销售价

格，也是三方合作能否持续的关键，自然也是决定“农超对

接”模式是否可持续的关键。这涉及到对“农超对接”的认识

及三方收益分配博弈问题。本研究旨在研究在面对模糊需求

情况下三方合作时的收益分配博弈问题。

在对“农超对接”模式的认识上，刘晓峰提出，“农超对

接”是农产品流通的重要形式之一，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

在物流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１］。李莹等认为，“农超对接”

实现了生产与销售的直接链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

大变革［２］。施晟等认为，“农超对接”是超市直接从生产端采

购农产品或者农业生产者直接向零售商供应农产品的一种流

通交易模式［３］。赵佳佳等认为，提升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能力

以及合作意向能够提高“农超对接”模式的组织效率［４］。郑

鹏等认为，“农超对接”模式中超市是农户与市场的纽带，可

以有效地发挥流通带动生产的作用［５］。解东川通过应用集

体行动理论与社会嵌入理论，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持续分化

导致的多元化农村社区类型进行了分类，进而通过演化博弈

的双种群理论探讨合作社与农户合作行为的演化规律［６］。

Ｍｉｃｈｅｌｓｏｎ等在研究尼加拉瓜地区农户与超市合作模式中，对
比了农产品在传统市场与超市的销售价格，同时指出农户在

与超市合作的过程中，为了应对价格变化会支付更多的合同

保险［７］。刘兵等认为，从超市、生产者以及政策３个方面对
“农超对接”模式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提

升农产品标准化水平［８］。李政认为，“农超对接”模式的应用

对农产品安全供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９］。

在“农超对接”模式合作收益分配问题上，王志刚等在对

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基础上运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现有收益进
行分配［１０］。史文倩在研究“农超对接”主体收益分配分析

中，运用实例计算出合作博弈基础上各参与单位的利益收入，

运用带有风险修正因子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行三方利益结构的
调整，使得合作方案更加趋近合理［１１］。Ｈｕ等对２种不同供
应链组成模式的各方合作方式与利益分配进行了比较研究，

通过一个包含风险趋避的零售商、风险中性的制造商和分销

商的三级供应链与包含风险趋避的零售商和风险中性的分销

商的二级供应链之间的对比，指出两者的区别，并发现与风险

中立的零售商相比，风险趋避的零售商在相同的情况下获取

的利润更少［１２］。Ａｒａｎｉ等在介绍协调零售商－制造商关系时
提出了混合的分享期权合约，通过将欧式看涨期权机制和收

益分享机制结合，消除了传统经典合同的缺点，通过博弈方法

对几种不同情况进行检验，获得在实现纳什均衡条件下零售

商和制造商的订货数量［１３］。

关于模糊需求，学者们进行了不少探索。Ｌｉｕ在研究企
业追求利润最大化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模糊系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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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情况下的确定性程度，通过设计１个两级数学规划对利
润的上下界进行约束；运用对偶定理与分离变量法将两级数

学规划转换成为１个典型的一级数学规划进行处理［１４］。付

秋芳等在现有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包括风险控
制、技术创新、努力程度以及资产投入４项修正因子，并且运
用灰色关联度系数确定修正因子的权重，克服了修正系数的

主观性与随意性的弱点［１５］。刘磊等通过对“农超对接”模式

发展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的对比，以及对市场需

求函数中α与β关键参数的灵敏度分析，结合实际算例证明
得出，合作博弈能够提高供应链总利润［１６］。张瑜等通过运用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农户、合作社与超市联盟博弈利益分配机制进
行了研究，从理论上解释了合作社与超市相互合作关系的稳

固性［１７］。陈红华等在对可追溯系统利益分配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带有风险修正因子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可追溯系统各个环
节的利益分配情况进行了测算［１８］。

通过文献发现，关于“农超对接”模式、利益分配机制等

方面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但尚无考虑模糊需求对于“农超对

接”三方合作机制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消费

者从超市采购农产品的数量是不稳定的，超市从合作社或农

户采购的农产品数量也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下游不确定的

需求很难用确定的数值与概率去描述，但可以利用模糊集理

论来描述市场需求的不稳定性以及市场需求函数中相关参数

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构思，本研究利用模糊需求理论，将需

求函数中的参数视为三角模糊变量，建立农户、合作社、超市

三级供应链４种合作模式的模糊需求博弈模型，通过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法计算三级供应链各方收益，并得出“农超对接”最佳合作

模式。

１　评估模型及指标体系

考虑我国“农超对接”的一般情形，农户作为农产品生产

者，将农产品出售给合作社；合作社作为农户的合作组织，负

责将农户的农产品进行统一收购，并统一销售给超市；超市作

为专业销售渠道，从合作社采购农产品后通过销售门店售出。

由于农产品市场需求量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建立模型

时引入了模糊集理论辅助模型的建立。关于模糊集，有如下

定义：

定义１：设?是域Ｘ到［０，１］上一个映射，即 ?：Ｘ→［０，
１］，ｘ→?（ｘ），

称?是Ｘ上的１个模糊集，而函数?（ｘ）称为模糊集?的
隶属函数，?（ｘ）称为 ｘ对模糊集合的隶属度，表示 ｘ属于 ?
的程度。

定义２：设?是域Ｘ的１个模糊子集，任取 ζ∈［０，１］，记
?ζ＝｛ｘ｜μ?（ｘ）≥ζ｝，称?ζ为?的ζ水平集，其中ζ称为置信水
平。?ζ可以表示为?ζ＝［?

Ｌ
ζ，?

Ｒ
ζ］，其中?

Ｌ
ζ和?

Ｒ
ζ分别是?ζ的

左右边界。

为了将问题描述得更加清楚而不失代表性，假定市场需

求以超市的销售量代表，记为 α，且超市向合作社采购的量、
合作社向农户收购的量都是 α，在上述“农超对接”的一般情
形下，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Ｄ（ＰＳ）＝α－βＰＳ，其中 α为大于
零的不确定常数，代表需求的不确定性；β表示超市销售价格
ＰＳ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显然 β的取值范围也是不确定的；

在上述模型中，ＰＳ是决定农户、合作社和超市三方利益的关
键，取值为当时当地的市场平均价格。

为了解决α、β取值不确定问题，本研究利用模糊需求理

论，引入 α、β的三角模糊值α～、β
～
，以确定 α、β的取值范围。

设α～＝（α１，α２，α３）（０＜α１＜α２＜α３）；β
～
＝（β１，β２，β３）（０＜

β１＜β２＜β３），其中α２代表α～的基准值，即某种农产品的市场

基本需求量，β２代表β
～
的基准值，即超市销售价格 Ｐｓ对市场

需求的敏感度的平均值，αｉ、βｉ（ｉ＝１，２，３）的取值可以通过相
关大数据分析结合专家意见等方法来确定。经过上述处理

后，α～、β
～
的取值变成已知。

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便，设定以下变量与参数：

ＣＦ：农户采收和销售农产品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ＣＤ：合作社收购和销售农产品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ＣＳ：超市采购和销售农产品发生的成本和费用；
ＰＦ：农户销售给合作社的批发价格；
ＰＤ：合作社销售给超市的销售价格；
ＰＳ：农产品在超市的销售价格；

π～Ｆ：农户的收益；

π～Ｄ：合作社的收益；

π～Ｓ：超市的收益。
本研究进行了以下假设：

假设１：农户、合作社与超市三方交易无期限；

假设２：参数ＣＦ、ＣＤ、ＣＳ、α～、β
～
确定且已知；

假设３：供应链上下游产量、需求量等各种信息公开
透明；

假设４：考虑一种由多个农户、一家合作社、一家超市交
易一种农产品组成的供应链；

假设５：供应链成员（农户、合作社和超市）都是完全理性
和风险中性的，追求各自收益最大化。

“农超对接”模式下的农户（Ｆ）、合作社（Ｄ）、超市（Ｓ）三
方合作可有４种模式，如图１所示。

模式Ⅰ：Ｆ、Ｄ、Ｓ三者相互独立经营，决策过程互不干扰，
记为（Ｆ，Ｄ，Ｓ）型；

模式Ⅱ：Ｄ与Ｓ组成 Ｄ－Ｓ联盟，而 Ｆ与 Ｄ－Ｓ联盟相互
独立经营，且Ｆ占主导地位，记为（Ｆ，Ｄ－Ｓ）型；

模式Ⅲ：Ｆ与Ｄ组成 Ｆ－Ｄ联盟，而 Ｓ与 Ｆ－Ｄ联盟相互
独立经营，Ｆ－Ｄ联盟占主导地位，记为（Ｆ－Ｄ，Ｓ）型；

模式Ⅳ：Ｆ、Ｄ、Ｓ三者合作形成联盟，记为（Ｆ－Ｄ－Ｓ）型。
除图１所示的４种模式外，还有一种农户与超市合作形

成联盟的模式，合作社此时不起作用，原先的三级供应链转化

为二级供应链，这种情形暂不研究。

根据模糊集理论，市场模糊需求函数的 λ水平集可表
示为：

　　［Ｄ
～
（ＰＳ）］＝［Ｄ

～
（ＰＳ）

Ｌ
λ，Ｄ
～
（ＰＳ）

Ｒ
λ］＝（α～

Ｌ
λ－β

～Ｒ
λＰＳ，α～

Ｒ
λ－

β
～Ｌ
λＰＳ）。

假设α～、β
～
保持同一置信水平。

因此，在模糊需求情况下，农户、合作社、超市三者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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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λ的水平集可分别表示为：

　　（π～Ｆ）λ＝［（π～Ｆ）
Ｌ
λ，（π～Ｆ）

Ｒ
λ］＝［（ＰＦ－ＣＦ）（α～

Ｌ
λ－β
～Ｒ
λＰＳ），

（ＰＦ－ＣＦ）（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π～Ｄ）λ＝［（π～Ｄ）
Ｌ
λ，（π～Ｄ）

Ｒ
λ］＝［（ＰＤ －ＰＦ－ＣＤ）（α～

Ｌ
λ－

β
～Ｒ
λＰＳ），（ＰＤ－ＰＦ－ＣＤ）（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π～Ｓ）λ＝［（π～Ｓ）
Ｌ
λ，（π～Ｓ）

Ｒ
λ］＝［（ＰＳ－ＰＤ －ＣＳ）（α～

Ｌ
λ－

β
～Ｒ
λＰＳ），（ＰＳ－ＰＤ－ＣＳ）（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２　模型求解

基于上述模糊需求模型，可利用合作与非合作博弈方法

对农户、合作社和超市的上述４种合作模式进行求解。
２．１　（Ｆ，Ｄ，Ｓ）型３层主从模型

在（Ｆ，Ｄ，Ｓ）型中，农户、合作社、超市三者各自独立经营，
经过非合作博弈达成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均衡，形成的三级供应链总
收益模型为：

　　ｍａｘＰＦ（π
～
Ｆ）λ＝［（ＰＦ －ＣＦ）（α～

Ｌ
λ －β

～Ｒ
λＰＳ），（ＰＦ －ＣＦ）

（α～Ｒλ－β
～Ｌ
λＰＳ）］；

　　ｓ．ｔ．ｍａｘＰＤ（π
～
Ｄ）λ＝［（ＰＤ－ＰＦ－ＣＤ）（α～

Ｌ
λ－β
～Ｒ
λＰＳ），（ＰＤ－

ＰＦ－ＣＤ）（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ｓ．ｔ．ｍａｘＰＳ（π
～
Ｓ）λ＝［（ＰＳ－ＰＤ－ＣＳ）（α～

Ｌ
λ－β
～Ｒ
λＰＳ），（ＰＳ－

ＰＤ－ＣＳ）（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对上述模型求解，可以得出农户、合作社、超市在非合作

博弈下批发价格（Ｐ
～
Ｆ）、销售价格（Ｐ

～
Ｄ、Ｐ
～
Ｓ）以及需求量

（Ｄ
～）的λ水平集分别为：

Ｐ
～
Ｆ ＝

α～Ｌλ

２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α～Ｒλ

２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Ｐ
～
Ｄ ＝

３α～Ｌλ

４β
～Ｒ
λ

＋
ＣＦ＋ＣＤ－３ＣＳ

２ ，
３α～Ｒλ

４β
～Ｌ
λ

＋
ＣＦ＋ＣＤ－３ＣＳ[ ]２ ；

Ｐ
～
Ｓ ＝

７α～Ｌλ

８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８ ，
７α～Ｒλ

８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８ ；

Ｄ
～ ＝ α～Ｌ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８ ，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８
。

　　此时，农户、合作社、超市的模糊收益的λ水平集分别是：

（π～Ｆ）λ＝
Ａ
１６，
Ｂ[ ]１６，（π～Ｄ）λ＝ Ａ

３２，
Ｂ[ ]３２；

（π～Ｓ）λ＝
Ａ
６４，
Ｂ[ ]６４，（π～ＳＣ）λ＝ ７Ａ６４，７Ｂ[ ]６４。

　　为了简化公式，分别用Ａ、Ｂ表示如下公式：

Ａ＝
［α～Ｌ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２

β
～Ｒ
λ

；

Ｂ＝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２

β
～Ｌ
λ

。

２．２　（Ｆ，Ｄ－Ｓ）型２层主从博弈模型
在（Ｆ，Ｄ－Ｓ）型中，合作社与超市组成两方合作联盟，农

户与联盟遵循农户为主导的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均衡，经过博弈后的
供应链总收益模型是：

　　ｍａｘＰＦ（π
～
Ｆ）λ＝［（ＰＦ －ＣＦ）（α～

Ｌ
λ －β

～Ｒ
λＰＳ），（ＰＦ －ＣＦ）

（α～Ｒλ－β
～Ｌ
λＰＳ）］；

　　ｓ．ｔ．ｍａｘＰＳ（π
～
Ｓ）λ＝［（ＰＳ－ＰＦ－ＣＤ－ＣＳ）（α～

Ｌ
λ－β
～Ｒ
λＰＳ），

（ＰＳ－ＰＦ－ＣＤ－ＣＳ）（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对模型求解，可得出农户与联盟２层主从博弈模型下批

发价格（Ｐ
～
Ｆ ）、销售价格（Ｐ

～
Ｓ ）以及需求量（Ｄ

～）的λ水平
集分别为：

Ｐ
～
Ｆ ＝

α～Ｌλ

２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α～Ｒλ

２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Ｐ
～
Ｓ ＝

３α～Ｌλ

４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４ ，
３α～Ｒλ

４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４ ；

Ｄ
～ ＝ α～Ｌ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４ ，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４
。

　　此时，农户与联盟的模糊收益λ水平集分别是：

　　（π～λ ）＝
Ａ
８，
Ｂ[ ]８ ；［（π～Ｄ ＋π～Ｓ）］λ ＝ Ａ

１６，
Ｂ[ ]１６；

（π～ＳＣ）λ＝
３Ａ
１６，
３Ｂ[ ]１６。

　　将（Ｆ，Ｄ，Ｓ）型与（Ｆ，Ｄ－Ｓ）型所得出的模糊收益进行比

较，已知（π～ＳＣ
Ｌ
λ）＞（π～


ＳＣ）

Ｌ
λ，（π～


ＳＣ）

Ｒ
λ＞（π～


ＳＣ）

Ｒ
λ，所以π～


ＳＣ ＞

π～ＳＣ。综上所述，（Ｆ，Ｄ－Ｓ）型的模糊收益优于（Ｆ，Ｄ，Ｓ）型的
模糊收益。

２．３　（Ｆ－Ｄ，Ｓ）型２层主从博弈模型
（Ｆ－Ｄ，Ｓ）型２层主从博弈模型中，农户与合作社形成两

方合作联盟，联盟与超市遵循联盟占主导的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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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博弈后的供应链总收益模型是：

　　ｍａｘＰＤ（π
～
Ｆ＋π～Ｄ）λ＝［（ＰＤ －ＣＤ －ＣＦ）（α～

Ｌ
λ－β

～Ｒ
λＰＳ），

（ＰＤ－ＣＤ－ＣＦ）（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ｓ．ｔ．ｍａｘＰＳ（π
～
Ｓ）λ＝［（ＰＳ－ＰＤ－ＣＳ）（α～

Ｌ
λ－β
～Ｒ
λＰＳ），（ＰＳ－

ＰＤ－ＣＳ）（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对模型求解，可以得出联盟与超市２层主从博弈模型下

销售价格（Ｐ
～
Ｄ 、Ｐ

～
Ｓ ）及需求量（Ｄ

～）的 λ水平集分
别为：

Ｐ
～
Ｄ ＝

α～Ｌλ

２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α～Ｒλ

２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Ｐ
～
Ｓ ＝

３α～Ｌλ

４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４ ，
３α～Ｒλ

４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４ ；

Ｄ
～ ＝ α～Ｌ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４ ，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４
。

　　此时，联盟与超市的模糊收益λ水平集分别是：

　　［（π～Ｆ＋π～Ｄ）］λ＝
Ａ
８，
Ｂ[ ]８ ，（π～Ｓ ）λ＝

Ａ
１６，
Ｂ[ ]１６，

（π～ＳＣ ）λ＝
３Ａ
１６，
３Ｂ[ ]１６。

　　将（Ｆ，Ｄ，Ｓ）型与（Ｆ，Ｄ－Ｓ）型所得出的模糊收益进行比

较可知，（π～ＳＣ ）
Ｌ
λ ＞（π～


ＳＣ）

Ｌ
λ，（π～


ＳＣ ）

Ｒ
λ ＞（π～


ＳＣ）

Ｒ
λ，所以

π～ＳＣ ＞π～ＳＣ。
　　可以看出，（Ｆ－Ｄ，Ｓ）型的模糊收益优于（Ｆ，Ｄ，Ｓ）型的模
糊收益。

２．４　（Ｆ－Ｄ－Ｓ）型合作博弈模型
在（Ｆ－Ｄ－Ｓ）型中，农户、合作社、超市形成三方合作联

盟即供应链，经过博弈后的供应链总收益模型为：

　　ｍａｘＰＳ（π
～
Ｆ＋π～Ｄ＋π～Ｓ）λ＝［（ＰＳ－ＣＳ－ＣＤ －ＣＦ）（α～

Ｌ
λ－

β
～Ｒ
λＰＳ），（ＰＳ－ＣＳ－ＣＤ－ＣＦ）（α～

Ｒ
λ－β
～Ｌ
λＰＳ）］。

　　对上式求解可得（Ｆ－Ｄ－Ｓ）型的销售价格（Ｐ
～
Ｓ ）和需

求量（Ｄ
～）λ水平集分别为：

Ｐ
～
Ｓ
 ＝

α～Ｌλ

２β
～Ｒ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α～Ｒλ

２β
～Ｌ
λ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

Ｄ
～ ＝ α～Ｌ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２ ，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２
。

　　此时，三方合作联盟的模糊收益λ水平集为：

（π～ＳＣ ）λ＝［（π～Ｆ＋π～Ｄ＋π～Ｓ）
］λ＝

Ａ
４，
Ｂ[ ]４ 。

　　通过对以上４种供应链合作博弈关系的对比，得出４种
模式的供应链总收益为：

（π～ＳＣ ）λ＞（π～

ＳＣ ）λ＝（π～


ＳＣ）λ＞（π～


ＳＣ）λ。

　　可以看出，农户、合作社、超市形成的三方合作供应链模
糊收益λ水平集明显优于其他３种模式，此时，供应链系统的
模糊总收益达到最优，三者独立经营互相竞争时的供应链系

统模糊总收益最差。

据此，需要激励农户、合作社、超市三方共同合作形成联

盟，从而达到整体收益最大化。但是，三方是否能够合作，取

决于总收益在三方之间如何分配，从三方之间任何一方的角

度看，合作后的收益应不低于在其他合作博弈模式下取得的

收益，否则这一“农超对接”模式无法实施。下面将研究这一

收益分配问题。

３　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解决三方合作供应链模糊收益分配

在保证“农超对接”农户、合作社、超市形成供应链联盟

三方总收益最大的同时，必须保证三方收益分配的公平合理，

否则供应链联盟不可持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下面引入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对三方合作供应链模糊收益进行分配。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是用于解决多方合作利益分配问题的一种

数学方法，可以根据联盟成员的贡献大小来解决供应链联盟

各成员间的收益分配问题。参与分配的各方的收益值一般表

示为：

ｉ（ｖ）＝
∑ＱＩ（ｎ－｜ｑ｜）！（｜ｑ｜－１）！

ｎ！ ×［ｖ（Ｑ）－ｖ（ｓ／ｉ）］。

式中：Ｑ是指集合 Ｉ中包含成员 ｉ的所有子集，｜ｑ｜为联盟 Ｑ
参与合作博弈的个数，ｎ为集合Ｉ中的元素个数，ｖ（Ｑ）是子集
Ｑ的收益，ｖ（ｓ／ｉ）是从子集Ｑ中减掉成员ｉ后可获取的收益，ｖ
（Ｑ）－ｖ（ｓ／ｉ）指成员ｉ对子集Ｑ收益所作出的贡献。

为了公平分配三方合作联盟所获得的总体收益，下面采

用模糊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行收益分配。根据前文运用模糊集方
法得出的三方合作联盟收益为：

ｉＬλ（ｖ～）＝
∑ＱＩ（ｎ－｜ｑ｜）！（｜ｑ｜－１）！

ｎ！ ×［ｖ～Ｌλ（Ｑ）－ｖ～
Ｌ
λ（ｓ／ｉ）］

ｉＲλ（ｖ～）＝
∑ＱＩ（ｎ－｜ｑ｜）！（｜ｑ｜－１）！

ｎ！ ×［ｖ～Ｒλ（Ｑ）－ｖ～
Ｒ
λ（ｓ／ｉ{ ）］

。

式中：ｖ～（Ｆ）、ｖ～（Ｄ）、ｖ～（Ｓ）分别表示农户、合作社、超市独立

运营时所获得的模糊收益；ｖ～（Ｄ－Ｓ）表示合作社与超市形成

联盟时的模糊收益；ｖ～（Ｆ－Ｄ）表示农户与合作社形成联盟时

的模糊收益；ｖ～（Ｆ－Ｄ－Ｓ）表示三者形成合作联盟时的模糊

收益。因此，ｖ～（Ｆ）＝ Ａ
１６，
Ｂ[ ]１６，ｖ～（Ｄ）＝ Ａ

３２，
Ｂ[ ]３２，ｖ～（Ｓ）＝

Ａ
６４，
Ｂ[ ]６４，ｖ～（Ｄ－Ｓ）＝ Ａ

１６，
Ｂ[ ]１６，ｖ～（Ｆ－Ｄ）＝ Ａ

８，
Ｂ[ ]８ ，ｖ～

（Ｆ－Ｄ－Ｓ）＝ Ａ
４，
Ｂ[ ]４ ，其中Ａ＝［α

～Ｌ
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Ｒ
λ］
２

β
～Ｒ
λ

，

Ｂ＝
［α～Ｒλ－（ＣＦ＋ＣＤ＋ＣＳ）β

～Ｌ
λ］
２

β～Ｌλ
。

４　算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采用 Ｓｈａｒｐｌｙ值法对供应链总收益进行
分配的合理性，并计算出农户、合作社、超市形成三方合作供

应链时各自的收入分配结果，下面引入算例。

有一个由若干家农户与一家合作社和一家超市组成的三

级供应链联盟，该三方合作供应链联盟采取项目化运作方式，

各方都进行资源投入，其他假设符合本研究前述假设要求。

有关具体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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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１５，ＣＤ ＝９，ＣＳ＝５，α～＝（５５０，５９０，６４０）、β
～
＝（７，９，

１１），可以得出α～Ｌλ＝５５０＋４０λ，α～
Ｒ
λ＝６４０－５０λ，β

～Ｌ
λ＝７＋２λ，

β
～Ｒ
λ＝１１－２λ。以０．９为初始值，步长为０．２，在［０，１］区间上

改变置信水平λ，可得三级供应链中各成员的模糊收益及决
策变量的λ水平集（表１）。
　　经过合作博弈后形成供应链联盟，供应链总收益模糊分
配值在不同置信水平上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取值区间如表２所示。

表１　三级供应链成员模糊收益及决策变量的λ水平集

指标 λ＝０．９ λ＝０．７ λ＝０．５ λ＝０．３ λ＝０．１

Ｐ～Ｓ
［４６．３５，４８．３１］ ［４４．６０，５０．５１］ ［４３．００，５２．９４］ ［４１．５２，５５．６２］ ［４０．１５，５８．６０］

Ｄ～ ［１５９．６０，１６９．９０］ ［１４９．８０，１８０．７０］ ［１４０．００，１９１．５０］ ［１３０．２０，２０２．３０］ ［１２０．４０，２１３．１０］

ｖ～（Ｆ） ［６９２．１８，８２０．０６］ ［５８４．３８，９７１．８０］ ［４９０．００，１１４６．０１］ ［４０７．５０，１３４６．２３］ ［３３５．５６，１５７６．７９］

ｖ～（Ｄ） ［３４６．０９，４１０．０３］ ［２９２．１９，４８５．９０］ ［２４５．００，５７３．００］ ［２０３．７５，６７３．１１］ ［１６７．７８，７８８．４０］

ｖ～（Ｓ） ［１７３．０４，２０５．０１］ ［１４６．０９，２４２．９５］ ［１２２．５０，２８６．５０］ ［１０１．８８，３３６．５６］ ［８３．８９，３９４．２０］

ｖ～（Ｄ，Ｓ） ［６９２．１８，８２０．０６］ ［５８４．３８，９７１．８０］ ［４９０．００，１１４６．０１］ ［４０７．５０，１３４６．２３］ ［３３５．５６，１５７６．７９］

ｖ～（Ｆ，Ｄ） ［１３８４．３６，１６４０．１１］ ［１１６８．７５，１９４３．６０］ ［９８０．００，２２９２．０２］ ［８１５．００，２６９２．４５］ ［６７１．１２，３１５３．５８］

ｖ～（Ｆ，Ｓ） ［８６５．２２，１０２５．０７］ ［７３０．４７，１２１４．７５］ ［６１２．５０，１４３２．５１］ ［５０９．３８，１６８２．７８］ ［４１９．４５，１９７０．９９］

ｖ～（Ｆ，Ｄ，Ｓ） ［２７６８．７１，３２８０．２３］ ［２３３７．５０，３８８７．２０］ ［１９６０．００，４５８４．０３］ ［１６３０．００，５３８４．９１］ ［１３４２．２４，６３０７．１７］

表２　不同置信水平上各方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的区间范围

指标 λ＝０．９ λ＝０．７ λ＝０．５ λ＝０．３ λ＝０．１
Ｆ（ｖ～） ［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３５．１０］ ［１０２２．６６，１７００．６５］ ［８５７．５０，２００５．５１］ ［７１３．１３，２３５５．９０］ ［５８７．２３，２７５９．３９］
Ｄ（ｖ～） ［９５１．７５，１１２７．５８］ ［８０３．５２，１３３６．２３］ ［６７３．７５，１５７５．７６］ ［５６０．３１，１８５１．０６］ ［４６１．３９，２１６８．０９］
Ｓ（ｖ～） ［６０５．６６，７１７．５５］ ［５１１．３３，８５０．３３］ ［４２８．７５，１００２．７６］ ［３５６．５６，１１７７．９５］ ［２３９．６１，１３７９．６９］

　　农户、合作社、超市三方合作供应链联盟所分配的收益须
要根据以上数据进行计算。三方合作联盟下销售价格 Ｐ的
基准值为：

Ｐ＝α２β
＋
ＣＦ＋ＣＤ＋ＣＳ

２ ＝４７．２８。

　　当选取三方合作联盟制定的销售价格Ｐ
～
Ｓ 为４８时，可

知在基准值的右侧。根据表１可以得出定价对应的置信水平
是０．７～０．９之间的一个值 λ，三级供应链各部分收益与定

价Ｐ
～
Ｓ 保持同侧。由此可知，在Ｐ

～
Ｓ ＝４８时，它所对应的

各变量参数的λ水平集的右端点值分别为：

　　λ′＝ ０７－０．９
５０．５１－４８．３１×（４８－４８．３１）＋０．９＝０．９３，Ｄ

～
′＝

１６８．２８，Ｆ（ｖ～）′０．９３ ＝１３９８．３３，Ｄ（ｖ～）′０．９３ ＝１０９８．６９，

Ｓ（ｖ～）′０．９３＝６９９．１６。
　　所以，在包括农户、合作社、超市在内的三级供应链形成

合作联盟而制定的销售价格Ｐ
～
Ｓ ＝４８时，其置信水平为

０．９３，农产品需求量为１６８．２８，农户、合作社、超市三成员的
收益分别是１３９８．３３、１０９８．６９、６９９．１６。

５　结论与总结

“农超对接”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受需求不确定性影响，使

得农户、合作社和超市存在复杂的合作博弈关系，从而影响到

各自的收益。本研究将市场需求量以及市场价格对市场需求

的敏感度视为三角模糊变量，运用模糊集理论将农户、超市、

合作社在（Ｆ，Ｄ，Ｓ）型、（Ｆ－Ｄ，Ｓ）型、（Ｆ－Ｄ，Ｓ）型、（Ｆ－Ｄ－
Ｓ）型４种合作模式下的总收益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果：

（π～ＳＣ ）λ＞（π～

ＳＣ ）λ＝（π～


ＳＣ）λ＞（π～


ＳＣ）λ，可以看出，在三

方合作联盟（Ｆ－Ｄ－Ｓ）模式下，三者总收益达到最大。
“农超对接”模式中农户、合作社、超市在形成三方合作

供应链联盟时，总收益达到最大，为了保证合作的正常开展，

收益分配策略是决定其合作关系存续的基础。因此，通过运

用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行基于总模糊收益基础上的利益分配。运
用算例对Ｓｈａｐｌｅｙ值法进行检验，并计算出农户、合作社、超
市实现的各自收益，为三方合作的利益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改善城市农产品供应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解决方案，同时

将进一步促进生鲜食品的可追溯性，为后续开展农超对接过

程中出现的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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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的河南省农村

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鲁春阳１，文　枫１，袁晓妮２，司　锦１，秦　岩１，解丽丹１，王锦峰１

（１．河南城建学院，河南平顶山４６７０３６；２．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是编制土地整治规划的前提和基础。以河南省１８个地市为实证对象，采用
人均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标准法、层次分析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通过构建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成本和效益等因

素的限制性修正系数，计算河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并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空间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１）河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为８９．５１万ｈｍ２，其中南阳市理论潜力最大，为１１．３９万ｈｍ２，济源市
理论潜力最小，为 ０．５１万 ｈｍ２；（２）河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 ３５．８０万 ｈｍ２，商丘市现实潜力最大，为
４．７３万ｈｍ２，现实潜力最小的为济源市，仅有０．１９万 ｈｍ２。根据 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将现实潜力划分为优先整理
区、重点整理区和一般整理区，可释放潜力分别占全省现实潜力的５７．１５％、３８．１２％、５．９２％；（３）河南省农村居民点
整理潜力内部差异较大，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点利用现状制定差别化的土地整理措施，提高农村居

民点整理理论潜力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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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建设用地供给缺口日
益增大，而农村居民点因长期缺少监管，大量闲置及低效利

用，存在极大的集约利用空间。因此，科学合理地测算农村居

民点整理潜力，准确研判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规模，是开展农

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的重

要保障。

学者们围绕农村居民点整理积极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周志慧等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农村居民点

用地整理的综合潜力［１］；王筱明等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采

用户均宅基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选取

地形地貌、社会经济、土地资源及宅基地利用等因素，构建农

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修正指标体系，并结合土地适宜性评价结

果，估算增加农村居民点整理下的耕地潜力［２］；王宏亮等采

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从引导和限制２个互斥面建立了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层级的修正系数进行相关分析，测

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３］；曲衍波等以北京市平谷区为

例，建立包括自然适宜、经济可行、社会可接受、生态安全及规

划导向性等５个方面的多层次逐级修正模型，测算农村居民
点整理现实潜力［４］；原丹妮等将山西省宁武县余庄乡３９个村
划分为不同的居民点整理潜力区，从制度创新、规划管理、资

金拓展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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